陳思德教授 Professor Steve Chan
訪談時間：2011年5月18日，上午九時至下午五時。
地點：台北市中正區徐州路，台灣大學法學院第一會議室。
訪談人：包淳亮，杜建邦，邵軒磊，張登及
以下內容由包淳亮根據杜建邦的錄音訪談稿整理潤飾而成，以陳思德教授為第一人稱，並盡可能的保留了談話的語氣。訪談人的詢問內容已經加以省略。2011年7月15日杜建邦初稿，29日包淳亮初稿，30日陳思德教授校對稿，31日包淳亮修正稿，8月6日許容禎校對稿，8月6日陳思德教授二校稿，7日包淳亮修正定稿。
從上海到香港

    我是上海人，老家是浙江寧波，但我是沒有去過，我父母曾經回去過，不過他們也都是上海出生的了。父親名叫陳家寧，母親裘翰英；他們都已經過世了。父親家裡是做生意的，做五金的，很早就搬到上海住；到底何時搬到上海，我不知道，可以確定是在民國之前，但究竟何時，我不是很熟，不敢亂講。雖然我的父親也是做生意，不過在那個大學生還很少的年代，我的父母就都已是大學生，父母兩個人都是滬江大學畢業。他們是在1921、1922年出生的，到他們上大學時，上海已被日本佔據了，那是抗戰的時候，記得我父親還曾經逃難到重慶。我猜想，他們在逃到重慶後，也曾經回到上海過，但是究竟大學生活是在上海還是重慶、大後方念的，我不是太確定。那個時候很多大學搬去大後方，例如燕京大學，北京大學。我想他大學畢業是在抗戰之後，父母可能是在45、46年勝利後才結婚的，那時他們大學是否已經畢業了，我不太清楚。我猜想他們大學是在上海畢業的，但他們也沒有告訴我，終究這是我出生之前的事情。
    父母對於變動的時代當然有一些自己的想法，我不了解細節，我想他們可能對於日本有點反感，那是這一代的中國人普遍的心理。但是我們家對政治議題不是很看重，他們算是商人，是有錢人，在民國的時候比其他人幸福一點，共產黨來的時候就遇到一些麻煩。家裡不太談政治，例如「解放」、「階層」、「三反五反」之類的術語、口號，雖然這些都是過去的事情。他們不談政治，在解放時也沒有預見到狀況會這麼糟糕。當時很多人都留在上海，有一些家裡有房子、財產的，雖然來到台灣，但也覺得是只是暫時的、會回去的。所以很多人沒有想到會這樣。
    我們家在香港沒有什麼親戚、朋友，也沒有預先安排退路，不過我祖父、曾祖父他們事業不錯，他們的事業在香港、新加坡都有分店，公司的名稱叫「五金蘭」，不過早就沒有了。很早就失敗了、結束了。對這個公司我不是很熟悉，我自己都沒有去注意，都是做自己的事情。雖然我有弟弟妹妹，他們也都沒有接手這個事業。
    一開始的時候，我們全家都還留在上海。我是49年出生的，弟弟是50出生，妹妹是54年出生，她屬馬。後來我爸爸在1954年移民去香港，媽媽也去了，妹妹剛出生，就跟著父母去香港，弟弟則是跟著我去香港，我們是最後到香港的，那時我還是小學五年級，十歲吧。由於祖父過世得早，最後是祖母帶我去香港。當時到了香港，已沒有生意做，因為總部在上海，在上海的財產已被共產黨拿去了，在香港沒有什麼資源。財產當然有很大的損失，但比我們損失更大的人還有很多，所以我們還是很幸福。像我們這個年代，到了中學、大學的年齡，恰好遇到文革，一輩就沒了。很多同學都下田去，去甘肅、黑龍江，中學、大學都沒念了，這些下放對中國造成了打擊。相對來說我很幸福，財產是另外的事情，所以要感謝。
    因為那是大躍進、荒災的時候，沒飯吃，真的是沒飯吃，那時喔，你又不會勞動又會吃飯，所以就讓一些有辦法的自己出去。那時真的很苦，沒飯吃，荒災真是餓死，活活的餓死。有些人吃過樹根、草，那時米飯真是珍貴，吃到白飯已是最大的幸福，有蕃薯吃就不錯了。
    因為我大概十歲才到香港，所以在上海還有認識一些人，只不過已失去連絡很久了。我住的地方是好地方，我1990年代去過老家，不過不在了，那個地址是在美國領事館和日本領事館附近，淮海中路上。過去叫霞飛路，屬於法租界。那是一棟別墅，獨門獨院，現在非常值錢。我們沒有想過跟共產黨要回來，這些事，麻煩喔，沒興趣，浪費時間，也找不到證據。講真話，文革的時候這些證據都毀掉了，不要了。你要財產還是要命？留下財產的證據是自找麻煩。何況我們說走就走了嘛，去香港已經是不留戀以前那些。大概三反、五反那個時候，父親受過苦，但是他沒有講。那時我們太小，54年我只有五歲，講也沒用；但他一定是吃過苦，但是這個苦跟其他人的苦來講，是還是有分別的。雖然財產有損失，但是身體沒有受到傷害。特別是跟文革的時候比，別人所受的苦真是太糟糕了。雖然，那時我小還不了解這個，他們也沒有跟我講，我也沒有去問。這都是過去的事了。
    我到香港，從小學5年級開始念。如果沒去香港，繼續在上海讀的話，到高一、高二學校就關門，下鄉去，還得說是「自願」的。我的同學就自願去下鄉，去了黑龍江，甘肅，西藏，內蒙古。92年、93年的時候還和這些同學有連絡一下，他們自力更生，也活下去了，只是有些人雖然比較喜歡念書，但已經錯過了，這些人再沒有機會，很可惜。
    我的母語是上海話，但在上海，由於中國的制度，學校就用普通話教，所以也學了普通話。到香港慢慢學廣東話，但廣東話沒這麼容易，那時他們看我，就說是上海佬；後來我去上海，他們就說我是台灣人；去了台灣，他們說我是香港人。因為有口音，一開口就知道與本地人不同，沒辦法。這些語言中，上海話最流利，至於廣東話流不流利？嗯，至少可以找廁所(笑)。
    我在香港念的拔萃中學，還蠻有名的，國父  孫中山有去念過，是香港的英文學校。香港的教育，我覺得把學生的基礎打得不錯，現在的教育我覺得考慮太多，以前給學生的壓力已不存在，所以現在學生的水準比較低，而那時候比較會考。我在香港待了四年多，就是小學六年級和中學一、二、三年級。小五的時候因為先停學了，而且又不能插班，加上在中國時學簡體字，到香港是繁體字，甚麼都要重新去學，所以有點耽誤。那時候進拔萃還是要通過會考，靠成績，那時考試是蠻緊張的，第一志願就是拔萃。不過我父母也沒有覺得考上怎樣，他們覺得是應該的，哈哈。
瑞士求學開眼界
後來去瑞士，第一個，當然是由於經濟還可以，家有這個條件，第二是香港發展有限，我想看看這個世界的情況是什麼樣。在中學的時候，我已覺得在香港差不多就是如此，已到一個層次，覺得考到拔萃，在那時的香港已到頂點了，應該想想走下一步，給自己更高的挑戰。當時在中學出國的優秀學生仍比較少，大學讀完再留學比較多；有些人是中學畢業後留學，但是中學還未畢業時出國是比較少。英國的學制，大學就是三年，之前有在中學的預科一年，我是在相當於高一的年紀(form 4)，幾個月還未讀完就走了。其實香港的中學教育很不錯，物理，化學，生物都要同時讀的，中文、英文，中國歷史，歐洲歷史好幾課，是甚麼都有，這個教育不錯，只是不鼓勵你去創造，比較靠記憶。課程使用的語言，中、英文都有。同學都是講廣東話，後來也幾乎都沒有聯絡。這次我去香港，上學期在香港大學做訪問，找他們都找不到，真的是失去連絡，很可惜，我猜他們大部份人出國了，不在香港。
    在瑞士的那所學校，說得誇張一點像是一所貴族的學校，一所boarding school(寄宿學校)。大多數是外交官的小孩子，或是做生意的。我中二的時候開始自己學英文，所以上學沒有問題。這個學校講得直接一點就是有錢人去的學校，最近有看報紙說北韓的金正銀也是念同一類的學校。這個國際學校使用的語言有英文、法文、德文、意大利文，我學了英文、法文、德文，中學時並且有學過西班牙文。法文、德文都是學會話，都是自己有好奇心，去要求自己。
    那些年有趣是有趣，但沒甚麼挑戰性。一開始還要適應不同的語言，但我過了一個多學期就追上去，高中跳了一班，兩年就讀完了。65年是11月才去的吧，67年就讀完，然後就直接去美國。那一年半主要都是在念書。那時是香港的底子已經打好，所以課程方面比較簡單。但是語言、會話還不是太熟練。
    我挑瑞士，因為她是一個中立的國家，是歐洲的中心，聯合國歐洲的總部就是在日內瓦，很多的國際組織都是在日內瓦。雖然很多人去英國，而且香港承認英國的文憑，還有英國的commonwealth獎學金，但我可能有點偏見，覺得英國已經不行了，而且感到英式教育很死板。那時已有點政治概念，在香港的英國人，我看不順眼，他們喜歡做老大。假如要去英語系國家讀書的話，應該是去美國，不會在英國，也有人會去加拿大、澳洲。總之，我覺得這幾個主要的英語系國家裡面，基於自己的偏見，我不看好英國。我當時也已經認為自己不會回香港就業。我離開的時候，香港發展有限制，那時已想過也許會落腳在美國，雖然還想的不是很清楚。去的時候才16歲，剛好是文革的時候，社會亂糟糟的，香港也很亂。沒有直接去美國的原因，可能是美國那時boarding school比較少，雖然有，但很少，歐洲比較有這種的學校。
    這個中學住宿舍的大約是300人，還有白天通勤來校的700人，大約有一千人。那個時候的同學有些還連絡得上，他們有facebook，只是我沒有常去看。其中有的退休了。他們的興趣可能跟我有點不同，他們比較喜歡做生意，環球旅行，而我比較喜歡念書。瑞士的那些同學家裡背景都是有點錢，所以他們不是太愛讀書，對自己的事業也不是很在意，反正以後就接家裡的生意。那些學生是好的學生，不過不是學術上的，所以學校同學對我的影響很少。但是我觀察世界、歐洲的政治，最大的收獲是使我不再是井底之蛙。還有旅行呀，到處自己去旅行，1967年畢業，我去土耳其、埃及考古，正好埃及和以色列在打仗，在開羅看到他們的戰鬥機，那時還是十幾歲。還有1966年的暑期是去德國深造語言，在慕尼黑。那個時候慕尼黑正在準備奧運，正在建火車站。奧運會是一個很好的象徵，之前的東京奧運和之後的漢城奧運，都對民族心理有影響。
    瑞士的學校沒有排名，所以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全班第一名，不過我的成績都是A，課程對我來說是比較簡單，香港的底子打得好。到現在香港的教育水準也是比較高，只是過去的更高。台灣也是一樣，新加坡、韓國，韓國的學術很高，他們的學生很優秀。現在在美國的學校，看到韓國的學生最用功，現在的社會在改變，韓國的學生最積極。

越戰與民權運動

    大學在紐奧良的杜蘭大學，在南部是比較好的大學。選擇杜蘭的原因主要是給我獎學金，但是我也三年讀完了，三年拿了三個學位，法文、德文，和政治。
    上大學的時候，我還沒有決定要唸社會科學。我父母親是希望我讀醫，每個家長都是希望孩子讀醫，但是我為什麼對政治學有興趣？有兩件事發生，一件是那時候 civil rights movement，在美國就是黑人的人權的問題，對不對？正在那時候有這個行動，就是關於civil right 的問題。另外一件就是越戰，美國打仗。所以這兩件事情使得我對政治研究有興趣。到美國之前不是一定會走上研究這條路，我那時候最愛還是比較文學，法文、德文，中國的文學、歷史，comparative literature 對我來說是比較有興趣。但是也想到念比較文學的話可能沒飯吃，你拿到博士做些什麼？沒飯吃。
    民權運動和越戰這兩個事情，讓我覺得世界不公平。世界不公平，對不對？要爭取真理，要爭取正義，對不對？所以這兩個事情鼓勵我。我在中國大陸出生，共產黨教了一個重要的事情，就是平等，當然，他說的是一套、做的是一套，現在中國大陸的貧富的差距實在太大。那時候，談平等，就是你不可以剝削人家。在美國，一個民主的國家，黑人跟白人的這個兩個不同的地位，是很不公平的。在美國南部就看到，對待黑人是什麼樣子。你講民主，對自己的公民竟這樣子對待。那時候很多報紙上，很多黑人要投票、要爭取投票權；在法律上是有投票權，但是實際上有問題。此外，美國很長時間排華排得很厲害，亞洲人、日本人甚至中國人不准進美國，不可以移民美國，不可以變成美國的公民，甚至於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，好像是1945、46年，雖然法律上合法的可以移民、變成美國公民，但他有qouta，有這個名額，中國人只有45名，不是很公平，老實說，有點不民主、不平等。我覺得越戰也是侵略人家，違反美國的政策，所以這兩個給我一個想法：打這個仗是錯誤的。
    韓戰我覺得也是錯誤的，美國人不應該打。我覺得韓國、朝鮮這是一個內戰，不是一個國家侵略另外一個國家，所以美國插手是干預人家的內戰。當時來講，南韓李承晚的政權是不得人心的，而金日成共產黨是比較受到韓國民眾的支持，但是今天是不同了。美國參加是反對朝鮮人民的意願，所以我覺得美國干涉是不應該的。而且美國應該曉得，你這樣子派兵去打仗，中共一定會有反應的，而韓戰造成美國跟中國差不多三十年的分裂，這個錯誤是可以避免的。美國干涉之後，若不要跨過三十八度線也還好，跨過三八線中國政府一定會介入，結果本來是個內戰，變成兩大強權介入，這本來可以避免。中國受到很大的影響，我覺得中國跟蘇聯做成盟友，美國應該負起很大的責任，那是另外一件事情了。
    越戰，我覺得是個反動的戰爭；美國因為北越是共產黨而支援反動的南越政府，反對越南人民的大多數的慾望，並且是外國人來參加這個內戰。很多人覺得這是一個錯誤的戰爭。
    黑、白兩個種族的平等的議題，很多都是白人在推動；他們覺得這不是個人利益問題，是社會的公平正義的問題。台灣在美國那邊，支持韓戰、支持越戰，國民黨那時候喜歡拿美國來堵住中國大陸。我講話講得比較直接，我覺得不是美國做的每件事都是對的，很多是錯的，害人害己。
    而伊拉克戰爭我也覺得是一個非常大的錯誤，這是另外一件事情了。
    所以是這兩件事情，對我來是比較有深刻的經驗，所以沒有成為醫生。不過我的父母比較自由派，假如是傳統的，一定要找兒子去接家裡事業什麼的，但都沒有。我弟弟不是很喜歡讀書，讀了幾年大學之後就輟學了，他在香港，替香港政府打工，做移民局，做得蠻好，但是九七年的時候他有一點考慮，所以他移民去澳洲，現在在澳洲。妹妹在美國。我爸爸一年半、兩年以前在香港過世了，母親也過世了，是在美國過世的，最後是在養老院過世的，我們不能夠照顧她，因為她老年痴呆，很多地方不方便，自理、食飯、衛生什麼都沒辦法了。
    在杜蘭大學的時候功課不難，就是對社會的參與比較積極了，有很多事情看不順眼。眼睛張開了，對中國大陸、香港、歐洲有了比較，覺得什麼事情是比較公平的正義的。在歷史上面很多打抱不平、參加革命的，都是背景不錯的小資產階級，你看參加中國共產黨，開始的都是家境不錯的，不是農民，是資產階級的。最近也有研究，參加伊斯蘭教反抗的份子，不是沒有知識程度的，而是家裡背景不錯的、大學畢業的，願意做恐怖份子。他是千萬富翁，他可以放棄這些，他真的可以活得好好的，對不對？所以這是不是個很有趣的社會學的問題？為什麼你可以很舒服的、好好過一生，為什麼離開豪華的生活？你看民進黨，開始的元老很多都是家裡背景不錯的，不是窮酸的，他們可以參加國民黨呀，對不對？因為會有一些人，例如我自己個人，覺得社會要有進步，要有正義。不過，同學裡面關心社會的還是少數，我大學有幾個這種朋友，但是在中學很少有。現在美國的學生對政治的感覺不是很高，在我讀大學的時候還是比較注意政治的問題。現在就是在香港、台灣來說，學生對政治的問題也不關心，這是一個很遺憾的事情，我覺得。就是中國大陸也是，過去有一陣子很注意，80年代的時候。1989年發生事情之後，大學生對於政治的問題就是離開了、冷漠。
    伊拉克戰爭沒有像越戰這樣的情形，唯一的分別是越戰的時候有徵兵，現在他們是用志願役，嘴巴上是志願役，實際上不是，是付錢叫他來當，所以他們對於政治的感覺很低。我覺得一個國家去打仗，每個人都要去打，不可以說有些人可以避免。
走向學術之路

    之後我到明尼蘇達大學念碩士。明尼蘇達開始讀的時候比較辛苦，因為是新的東西，無論如何香港所教的、瑞士所教的，還是舊的那一套，美國教的都是比較新的，再來就是在中國的傳統下也是，就是瑞士也是，歐洲也是，比較是鼓勵是讀書，是背的。相形之下，美國是鼓勵學生活用，比較注重理論，研究方法，思想方面的。美國鼓勵你去發展你的個人的思想。這一方面我覺美國的教育是比較成功的，在歐洲、亞洲方面，甚至於剛剛所提到韓國，還是跟不上，就是還是比較死板。對中國來說，歐洲的、德國的方式可能是比較恰當，可能甚至說，對香港甚至於台灣來說，歐洲的、德國的制度比較恰當。在德國有兩個不同，一個是大學，一個是vocational school 技術學校。現在我看台灣跟香港大學實在是太多了，招生也是個問題，學生的程度也是個問題。畢業之後我們就業也是個問題，有些學生你去鼓勵他技術的訓練，對社會也比較有幫助，對他們的將來的就業也是有點幫助，不是每個人都要讀大學，都是博士。你就是中學畢業之後就是分，有些人就是應該去上vocational school、技術學校，有些人可以鼓勵他去讀大學。這種分類在德國是很明顯的，一個是大學，一個是vocational school，technical school；這種區分美國根本不講，美國以前就是太有錢，每個人都可以去大學，他不管你，現在是沒有錢了，可能美國也是比較越來越重視technical school。當然，你能夠去讀哈佛、M.I.T.，那就成功了，對不對？我覺得模仿美國不是一定對，這個制度可能對中國要小心。就業是實際的，德國的technical school，技術學院比較訓練你實際的經驗。美國太多大學畢業之後就是找不到工作，太多太多了，現在台灣、香港模仿美國，也是受到影響。人口太多，你經濟怎麼樣的發展都不能夠創造這麼多的職業位置呀。而且大部份美國大學生讀的是文科，liberal arts，而且很多人讀法律系，哈哈哈，已經太多律師了，對不對？中國不需要這麼多律師，對不對？要比較實際，這樣對嗎？可能六成、七成的人去那個technical school比較適合。現在中國大陸一個很大的問題是大學生找不到工作，是非常嚴重的社會問題，台灣也是呀，我覺得台灣也是訓練出來太多的博士，找不到工作怎麼做？
    我在明尼蘇達大學唸碩士班，研究社會學、政治學，還有歷史，歷史比較注重東亞；東亞、中國，尤其是中國。當時雖然唸了不少歐洲語言，但沒有用，絕對沒有用，現在學術方面是英文的天下了，德文跟法文是沒有用，中文還有一點小小的用，但是百分之99.9是英文了。但我還是可以用那些語言點菜、找洗手間、問路(笑)。
    不過我的研究也不是立刻就與中國有關，你看我發表的學術研究，1980年代以前我沒有寫什麼中國的問題，全部是國際關係。對台灣、中國的研究，我是80年代才開始有點興趣。一開始都集中在理論上，這是在學術發展上的考量。一個是實際上，一個是主觀的。實際的是說，你要找飯碗的話一定要多元化，懂不同的課題發展，才好去教書，這是很寫現實的想法；另一個是華人在國外讀書求學、就業，可能人家對你有一個偏見，覺得你是華人，只有對中國有研究，所以就是要打破偏見，所以你要特別去要表現能夠處理其他的問題。到了某一個程度之後，不是自誇，在國外能學到也是有限，教你的人也是比較有限，因為你也學差不多了，再也學不到甚麼東西。總之，要去學學不到的東西，新的東西。從方法來說，一個人去外國去深造，要學新的東西，如果依賴以前自己學過的東西也太容易了，就走了方便的路；應該要走挑戰的路、學點新的，在家裡學不到的。所以這也是我的想法。基於這些考慮，我一開始不太對中國、亞洲的問題做研究。那時候還有一個原因，就是研究亞洲也是有點問題困難，中共那時候還未開放，研究台灣也有些困難，70代還是高壓政治，所以這一方面來講有考慮。
    Davis B. Bobrow是我博士班的指導老師，那個時候合作的研究論文，有理論也有實際的分析，我跟他還有一個同學發表第一本書是在1979年，是關於中國的問題，但也有理論的成分。這裡研究中國問題，還不是把中國放在中心，而是把它變成一個例子，a case。那個時候中國還未開放，你要怎樣去了解中國的決策，decision making，這個過程什麼樣，得用不同的方法去了解，用content analyses，甚至於有一個chapter是訪問大陸去香港的難民，去了解中國決策的方式。由於對決策過程的研究是沒有辦法直接去訪問這個地方的領導人，this is learning from a distance，距離很遠，所以要有理論、然後驗證，所以我們這本書研究的方法比較客觀。像Kissinger有很多機會直接跟中國領導人見面，但他做的是個人的判斷，是主觀的判斷。做這個研究，我們也沒有去想利用這個去希望中國怎樣或影響美國的對中國決策，目的是希望在學術上有點了解。
    「保釣」對我來說不是一個很深刻的事情。我對中國、香港的同學沒甚麼接觸，沒參加甚麼活動，因為從高中開始，周邊就比較少華人，而且講真話，中國那時候的留學生很少，都是理工科的，讀社會的很少。
    那個時候中國還在文革。文革是自己害自己，對中國是很大的悲劇，是對中國很大的損害，（造成）不安定。那個時候我對台灣沒甚麼印象。我是覺得外交上美國跟中國有溝通是好事情，例如我也覺得71年那個時候中國加入聯合國是理所當然的事。講直話，那個時候台灣代表中國不太正常，大陸未能代表中國也不太正常，這是把世界四分之一的人排除在外。其實美國承認中國拖拖拉拉了很久，很多人都想做，最後還是卡特去做。
    我在明尼蘇達大學的研究所主修是政治學，supporting program是自己去挑幾門課，組成一個supporting program，我先是挑了哲學與歷史，博士班課程挑選了東亞研究。1970年進研究院其實就是博士班，只不過中間寫了一篇essay，就先給你一個碩士的學位，沒有特別甚麼。雖然後來選了東亞研究，也沒有需要另外學語言，不過我在中學有學過一點日文，但是很差。前面講過，我之前已經學了法文和德文，研究院又修俄文，其實是好奇心，因為俄國不同嘛，我覺得可以開眼睛，換換口味。挑俄文的原因，可能是因為我對文藝有點興趣，很多俄國的文化很有名氣，可是我的俄文很差很差。
    當時固然也反對越戰，但我沒有參與嬉皮的活動，或者特別激烈的其他活動。我有參加在學校的遊行，其實大多數、自由派的都有參加，雖然不是所有人參加，也有一些是比較保守的。美國是個大國家，不只有主流，當然有別的，不同的意見。
    在明尼蘇達的後幾年是一邊教書一邊寫論文，論文是76年拿到的。我先是1974年在俄亥俄州的Bowling Green State University擔任一年講師，然後1975年到馬里蘭大學擔任訪問助理教授。馬里蘭到美國首府華盛頓DC，就像是內湖到台北木柵。不過，我沒有跟台灣學者交流，之後做研究也是跟中國的學者、沒有台灣的，那時馬里蘭大學政治系還有一個中國的教授薛君度(Chun-tu Hsueh)，是黃興的女婿。
    去馬里蘭，是因為我的指導老師去那邊當系主任，也把我拉過去幫他做點研究，是兼任的，因為我是一邊上課一邊在做研究。那時差不多26歲。當時我做的研究不是自己去挑題目，而是指導老師拿到了錢，跟著他去做，寫點東西，所以說他對我是有一點影響，那個時候我的想法還是有限。我的指導老師Bobrow是芝加哥大學出身，也去牛津大學拿過學位，最後他在麻省理工拿到政治學的博士。他非常聰明。他的研究主要就是Decision making，決策，政策方面。他會講中文，也有研究一些中國的問題，但是不是中國通，他是對中國問題和政治理論有興趣。我整個學術生涯，受他的影響最大。他也曾擔任一個研究國際關系的學會叫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的president。
    有幾年的時間，我的指導老師拿到基金會給他的project，我等於是幫忙做research assistance，跟他合作寫東西。那個時候不是說對區域有特別的興趣，而是跟著他，合作寫他比較有興趣的東西，所以有些東西隨著大的project來做。78年底，79年時我去德州了，但自己獨立研究，大概是做助理教授三、四年之後，也就是大約1985年的時候。開始當助理教授還是沒有自己的判斷去打天下，到了80年代中期才開始。雖然早已拿到博士學位，但學術生涯是慢慢的發展，起初還是有點依賴性，還是要吃人家的飯。

    我對政治有興趣是因為越戰的影響，雖然那時候我對中國開始有點研究，但是真正的對中國的了解還是有限，我大部份的學術都是在理論上，國際關係的。對我來說，我對亞洲甚至台灣比較重要的研究，是到84、85、86年，到了當訪問學者才開始。那個時候我仍專注在國關理論。我是有做中國，但只是把他當成一個例子。
    雖然當時國關理論是結構主義waltz等當道，我對這些也有興趣，對這方面有點研究，也比較有趣，但我對現實主義也有點成見、不同意，我覺得不夠實際。現實不是只有權力的，如果決策一定是靠這個，就會錯。相對來說，溫特(Wendt)還與我比較接近，他也是我的學弟，也是明尼蘇達畢業的，他的指導老師和朱雲漢一樣，大概晚我十年。其實台灣去美國讀政治的人也不多，就是現在也只有幾個，在明尼蘇達就是雲漢，之後是林澤民。
(下午)

    跟Barborw老師做的一些研究，是國防部的Grant，做外國的一些國家決策，而我就是做中國的決策。一九七六年從明尼蘇達大學拿到博士以後，找工作的過程當中有一些困難，比我以前的前輩困難。我有些老師剛剛出道的時候，他們一個人有三個、四個不同學校去聘請他們，還可以講價還價；那是一九六零年代或是一九七零年代初期。當我拿到博士，找事情就已比較困難，甚至於很多的同學找不到學術方面的職業，教書的機會比較少，就業比較少，而我以後就更加困難。美國大學在一九六零年擴張是一個理由，另外一個原因是美國政府大量的研究，到了越戰的時候就慢慢越來越少。學生的興趣問題也是一個，剛剛談到理工科可能越來越吃香。雖然如此，相對於新移民的亞裔特別喜歡理工科，美國本地人仍然偏愛文科，對此我有個簡單解釋，就是一個國家愈富裕，不在乎吃飯，愈有興趣去研究一些對於賺錢的、生存的沒有太多幫助的題目；一個國家肚子愈餓、愈需要賺錢，愈會傾向理工、實際想法，因為那比較實際。像我們讀哲學、人類，甚至很多社會科學，是多餘的、奢侈的題目，不夠實際。中國的社會，以前人都是覺得學東西要學實際一點的，可以賺錢付房租的，但一個國家愈富裕，愈會有這個現象出現。還有一個可能性，就是亞洲人、中國人去美國、歐洲求學的時候，語言方面還是有點障礙，那數學方面就沒有語言的障礙，所以他們就是向這一個方向走，覺得比較容易點。我認識很多中國的朋友，在美國大學畢業之後英文還是不很流利，還是有語言方面的障礙。
台灣的人情味
    找這些學校的時候，我的論文小組對我很有幫助。你可以看到我第一個學校不是最理想的，那是比較小的學校。不是最理想，不是注重研究的，所以這也是一個旅程，一個很長的旅程，就是一步一步走，能夠從一個學校轉到更好的學校，再轉到更好的學校。
    他們有幫助，但是也是有限，最主要還是看你自己個人，老師可以推薦你，但是也是有限，最主要還是看你發表，這是很現實的社會，看你研究的發表，看你大學是哪個大學畢業，看推薦你的老師是比較出名的、有頭有臉的。還要有「機會」，有時候你很棒，但是沒有這個機會，沒有空位也是一個問題，所以你要有能力，但是還要有機會。因為美國的「關係」最多替你介紹一下，給你個評論，就這些評論而言，我感覺美國人還是比較客觀，比較老實。就是我的學生，我推薦他們也是有一個衡量，不是每一個人都是第一名。如果是排名第二十的，美國人不會說這是我教出的最棒的學生。我覺得就社會現象來說，中國的「關係」是比美國重要得多。
    在台灣比如說要找事情，人事關係我覺得比美國重要，比香港重要，比新加坡重要。我個人的想法，台灣人情味很重。人情味很重，好處是人跟人之間很密切，但是這也有另外一面，就是把人情看得比較重，你是我的朋友的朋友，是我的朋友，對陌生人就是不會這麼去支持他，所以感受起來，台灣是比較傳統的中國的社會，人情是最重的，也許不對，但我看比大陸還重。大陸無論如何是共產黨，如果談中國的傳統，我看台灣比大陸還重。我很多在台灣土生土長的朋友都說沒有「關係」啊，「介紹」啊，沒甚麼「門路」啊，甚麼沒有。我自己感覺台灣是比較注重關係。有些地方台灣很傳統，比如說我跟你吵架，我家裡人都會全部幫我忙，不論我是對還是錯，他們就會幫我忙，我鄉村的人都會幫我忙，就是我錯也是幫我一起打，對不對，不管是非，就是我明明曉得我錯還是站在我這邊；新加坡和香港比較不會，中國大陸也相對比較不會。我的感覺噢，我跟你吵架，明明我跟你吵架跟其他人無關，他們也會參下來支持我，而且是明曉得我錯的，我自己也有說是我錯的，整個巷子整個村莊全部來支持我，他們就是會這樣子。那一個好處就是人聽了撫慰，壞處就是不分是非了。
    中國人說人「外國脾氣」，外國脾氣是甚麼意思呢？就是沒有一點人情味，不婉轉，很硬、很絕對。這個方面美國人還是比較突出。我舉一個例子，在美國要拿到終身教職得經過評審，比如說你跟杜同學兩個不是處得很好，你們兩個是敵人、不是朋友，但是我跟他是朋友，我要申請你來評審我的資料檔案，在美國你們很可能兩票都反對我。路歸路、橋歸橋，雖然我是他的朋友，他還是客觀的來評論我，而不會說你反對我，所以他是你的敵人、他會贊成我。我想在這裡，在台灣，我拉你一把，你是我的朋友，我跟你有合作，就是推薦你。在香港也比較硬，整個的制度也是比較受到英國人的影響，新加坡也比較硬。硬有硬的好處，硬有硬的壞處，不講理呀，就是有時候制度也是很不講理的，沒有人情味，台灣比較有點人情味，所以這些方面可以看到。沒有人做你後台，推動事情，在台灣比較困難。有一個朋友喜歡講「人脈」，這在香港、新加坡比較行不通。外國人脾氣就是講直話，就是說我不喜歡你就當著你面講，對不對？我覺得你學術不行，就是不會婉轉的客套的告訴你，中國人不會直接的告訴你「你很爛」。共產黨在大陸搞的批鬥，就中國人的角度來說絕對是反傳統的，有點改變了中國人的習慣、有點影響，所以傳統的中國社會還是在台灣，但是這同時有正負的影響。

    到了Borlder以後，就開始定下來，自己做指導老師。一九八四年到台灣來，是Fulbright申請做交換教授，我去了淡江美研所，美國研究所，待了八、九個月吧，還不到一年，但就算是兩個學期。這是第一次來台灣，就是在金華街那邊的淡江城區部待了兩個學期，從九月份到五月份。選擇台灣的淡江大學，是因為台灣跟美國兩邊配合，台灣提出說我需要這些交換教授的這些課，這些就是題目，我們台灣有興趣，然後美國就是發表出來也有申請，像台大就是表示沒有甚麼興趣，師範大學我不記得，輔仁大學好像也沒有。之後我回到過淡江幾次。那時候我還是單身漢，我也長得不是太好，我的鄰居就可憐我嘛，常常送點便當給我吃，後來經過鄰居的介紹，認識我的太太。我以後的太太的媽媽，他們常常去打麻將、見到面，所以這樣子慢慢認識的。我也是來台灣才有機會學會打麻將。那時候八四、八五年，路上還有憲兵。假如要從松山機場搭飛機去高雄，也要檢查身分證，那不是很容易耶，金門、馬祖也還不可以去。時代雜誌帶回來台灣，很多有中共的周恩來的照片，就被黑黑的塗掉。那時候還是比較嚴格，不是很民主。那時候還是說甚麼黨外。那幾個月在台灣，我也沒有和台灣的政治人物接觸；八四、八五年那時沒有甚麼接觸。那時候政治活動還是管得比較嚴，一些比較活躍的份子還是在坐牢，或者還在國外，沒有進來。我在美國研究所教的課是美國政治制度，還有做指導老師，指導了一個博士生，他的名字叫做羅漢民，後來就沒有連絡了，失去連絡了。
低度發展國家的困境
    八零年代開始談談東南亞、台灣，新發展的國家，這些新興工業化的國家，所以慢慢對台灣有興趣。一些亞洲的國家，韓國，新加坡，尤其是台灣，香港、台灣，為什麼能夠工業化的起步。這和我碩博士所學的東亞研究很少關係，是依靠我自己讀書的時候的。學校教的東亞研究是另外一套，就是說亞洲的地理，亞洲的考古呀，中國的歷史，戰國春秋之類，跟新興工業化國家、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比較少關係。政治經濟學的基礎是自己後來加強的，是我自己的想法，自己覺得哪些題目比較重要、有興趣，那麼也感受到，來了台灣之後，感受到這個社會能夠有這樣子的成就，台灣成功的地方是很值得研究的。因為在早期來說，台灣的經濟前景不是樂觀，然後到了一九八零年就可以看出來這個社會、這個經濟已經在發展，而且有個很好的部份，就是貧富的距離還是保持比較小，沒有造出一個現在中國大陸這樣的現象，就是有錢得很有錢、窮得很窮，所以我對台灣為什麼能夠有土地改革、工業起步、收入平等這些成就有興趣。當然那時候還沒有民主，所以還是先研究政治經濟的問題。所以那個時候的重點就是為什麼亞洲有些國家，像是四小龍，或說四小老虎，有共同的這些成就。這四個地方都是又可以有國家安全，社會穩定，又可以經濟發展，而發展的時候還可以照顧人民的福利，而不是像有些拉丁美洲國家，國家發展，但是福利方面還是沒有照顧。就是今天來說，美國也都要向台灣學習健康保險，這是一個很好的福利。
    我的研究中也指出民主化比較遲緩。把台灣跟韓國做一個模範，這兩個國家是先把社會穩定、然後經濟發展，最後的程序就是民主化。開始的時候國民黨是壓得比較緊，土地改革，然後推動農業化，然後再開放，在政治方面民主化。我感覺，這樣子一步一步走可能不是錯誤的、可能是一個正確的方向；你要是全部三方面一起進行的話就會亂了。現在我覺得中國大陸也是這樣子做，開始穩定、然後發展工業，然後慢慢的改革政治制度，程序有點類似。但是當然也有不同，兩個地方不能直接類比，一個是比較小，中國太大了、問題太多了，不可能全部是一樣的執行，至於是不是將得到同樣的成就，那是另外一件事情。總之，威權政府若能夠提供比較好的福利，貧富差距可以縮小，那最後民主化問題就比較容易解決；如果貧富差距很大，民主化的結果會引起混亂；但是持續的不民主化，貧富差距還是擴大，就也還是會亂。蘇聯為什麼失敗了？就是政治改革放開了，放得太快太早，經濟還沒有發展的話，這樣子推動就開始亂了。當然，嘴巴是這樣子講，但是實際上你能否做到是一個問題。經濟發展的時候，貧富差距往往越來越大；中國大陸現在很大，台灣也比以前差了，香港差不多是最多的一個，這個問題現在越來越明顯。
    貧富差距的問題，民主未必能夠應對。在這個因素之外，還有一個因素是資金的流向、移民的流向。香港貧富距離越來越嚴重的基本原因就是大陸向香港不停的移民，把工資壓低了；相反來說，台資不停的向中國大陸外流，因為中國大陸的工資比較低，也就把台灣工資壓低；韓國也是一樣，所以民主化不是單方面的唯一因素。還有一句話要講，就是不僅是台灣、韓國、香港有貧富差距大的問題，美國也是，美國也有錢人越來越有錢，窮人越來越窮，要克服這個問題。對中國來說，這也是一個很大的社會問題。香港很難面對這個問題，因為大陸人口不斷來香港，自然的把工資壓低，將來政府認為要競爭的話，不可能規定甚麼最低工資，現在有二十八塊，但是香港社會就是強調資本主義要競爭、那你不能夠競爭就是淘汰。
    我也做過低度發展國家(low-development states, LDS)的研究，這些國家很多是在非洲。最主要的問題就是說，為什麼有些國家能夠不單單一方面發展工業、另一方面社會平等，兩方面都進行。台灣那時候是比較好的現象，好的榜樣。最壞的就是整個社會不能夠經濟發展，而整個社會也是非常不平等的，距離很大，那是非洲國家。非洲國家就是經濟不發展，貧富差距又很大，兩者都沒有，像現在中國大陸至少有經濟發展，貧富還是一個問題，距離是很大。
    但是，中國擺脫貧困陷阱，是不是意謂共產革命有益？我不敢說。我傾向於去問，為什麼台灣、新加坡、香港、韓國會能夠發展，他們跟其他低收入的國家有甚麼不同？我覺得一個最主要的不同，就是說亞洲國家尤其是中國，中華民族對於儲蓄、對於投資很注重，投資的確不僅是金錢方面的投資跟積蓄，而是對下一代的培養，中國的父母親對教育非常注重。我剛剛所提到的，投資甚麼呢？給下一代的教育投資，父母親怎麼樣犧牲，生活過得不好，但是希望下一代更能夠成功，所以積蓄投資放在小孩子身上，鼓勵小孩子去讀書，培養小孩子，培養人才，這是非常特殊，非常重要的問題，整個社會把鈔票省起來，投資在他們身上，對下一代的投資，不是投資機器，不是投資工資，但是在學術上在教育上投資。你可以說很多亞洲國家，包括台灣、中國，很多地方有腐敗，有貪污，有corruption，但是有一個好處，這些社會，有一個地方他還是不會有腐敗，還比較公道的，那就是說在教育方面，香港、新加坡、台灣、中國大陸，甚至於中國大陸，很多在教育方面。至少以前，五零年代、六零年代、七零年代，你考試成績好的就去台大，你考試成績好就去學香港大學，最優秀的去北京大學、清華大學，所以腐敗貪污，很多地方受到影響，這是很壞的風氣，但是教育方面還是比較公正的。為什麼這是很重要的？假如你腐敗貪污影響教育問題，假如你是我的朋友，我就給你進這個學校，那這個社會就完蛋了。為什麼呢？父母就沒有信心去投資下一輩的教育。你投資下一代的教育就表示你有希望，還是樂觀，覺得你的小孩子能夠出人頭地，這是中國傳統的思想，抱持希望，下一代比我們這一代還要好。不只是中國，韓國人、日本人也是很注重學術、教育方面的競爭。一個國家、一個社會沒有注重教育，在教育方面貪污腐敗，那個國家就完蛋了，所以這一方面是比較基礎的。亞洲的社會比較跟其他社會不同的，就是注重教育。
    儒家社會對下一代，在教育方面會有所投資。講老實話，日本、韓國、台灣、香港、新加坡，他有甚麼優勢呢？他沒有自然的優勢，沒有地理的優勢，唯一的優勢就是說培養人才。相形之下，東南亞的泰國、印尼比較沒有這麼強烈，而印尼的華僑、泰國的華僑就比較注重這一方面。為什麼他們會出人頭地，就是因為他們對教育方面比較注重，所以他們會在做生意方面做比較賺錢，而賺了錢後還是往小孩子的教育方面。
    日本沒有科舉制度，不過日本是一個特別的國家，他們社會上就是一個很簡單的問題：我沒有哪一方面有佔到優勢，唯一優勢就是說我們的人民比較努力、比較節省，教育程度高。他們也競爭很厲害的。總之，假如清華大學、北京大學只要用關係就可以進去的話，那這個社會就完蛋了。
自由的國家是不是比較愛好和平？
    八零年代我處理的一個題目就是我們剛討論的「低度發展國家的困境」，另外一個題目就是「自由的國家是不是比較愛好和平」。美國這方面的研究很多，很多美國的學者認為這是一個正確的、是唯一一個真理，這個真理就是說民主國家不會打仗，至少不會打其他民主國家。我自己個人的想法是，這個generalization、這個假設我不是很相信。我一九八四年的一篇文章，就是有些懷疑和諷刺的。我寫那篇文章就是很諷刺的說「mirror mirror on the wall」，「鏡子、鏡子，你看誰是最和平？」。我諷刺說，自己以為自己民主國家的，說自己愛和平，而最好戰的國家、打仗打得最多的，就是美國、英國、法國。David Singer跟我的想法是同樣的，他是懷疑，覺得民主國家並不是比較和平的。但是後來有一大堆文章去複誦這種民主國家愛好和平的觀點，很多的，絕大多數是相信的，覺得這是有道理的。在統計數字上，看起來是很肯定的，至少民主國家不打其他的民主國家，一個戰爭爆發不會影響到兩邊就是民主國家，歷史上很少很少。問題在於，這個研究先得界定誰是民主國家，然後這些民主國家會不會打起來，會不會發動戰爭。相反來說，就是說你是專制的國家、你是不愛和平的。很多專制國家跟專制國家也有和平，和平有兩種定義，一種定義是說我跟你相處得很好，所以我不會跟你打起來，我們是好朋友，加拿大跟美國是相處得很好，協和，還有一種和平就是說蘇聯跟美國兩個國家都有核子武器，兩個的核子威脅互相威脅，所以一直保持和平，這個和平是負的和平，不是正的和平，所以這方面有一點研究。這些跟中國不是有直接關係，就是研究這理論方面。
    總之，我對自己的評價，就是說用大理論來看看中國，或者用中國做一個例子來判斷、了解大理論。
    在愈自由的國家愈愛好和平這個議題上，邏輯上有一點問題，就是說，一個和平的國家不會發動戰爭對付其他的民主國家，那相反來說，一個不民主國家不一定會發動戰爭。我想可以從這個角度看「和平崛起」的問題。
    我對現實主義一些人的理論有點懷疑，我覺得國內的因素還是比較大，最主要的是，雖然現實主義講權力平衡、power balance，但是權力轉變的最主要的因素，還是一個國家的內政，是不是對自己的國家、社會的發展是有幫助呢，還是有阻礙？比如說中國大陸現在經濟發展，最大的因素還是自己、中國政府的政策，而不是國際的影響，所以主要的因素還是在於自己掌握自己。一個國家為什麼會上升，不退化？我覺得是自強自弱，自己的政策是最大的因素，其他的影響力當然有影響，國際因素當然是有，但是最大的因素還是自己掌握。但是國際關係的理論強調的是國與國之間的關係，而不是強調發展的部分，這就是學科的偏見了。他們看到外表，看到負面，明顯的就是兩個國家的平衡有變化，但是沒有問為什麼他們有這些變化，沒有比較深入的去調查。但基本的因素我覺得還是國內的，所以這樣子想，就覺得人類社會還是可以把握自己的命運，而不是靠怨天尤人。我覺得世界還是可以掌握自己的命運，而不是環境做決定的。
    八五年從台灣回去，就對民主改革這一方面比較有興趣。當時最主要的心得，就是說東亞成就實在不錯，在歷史方面來看，攤開來講，在資源方面是窮的國家，資源方面不是很豐富，唯一可以說的，是可以培養優點，是優勢的人才、人力，但這能力就是很多人，這些人才，這些人民能夠節省，能夠努力，吃苦耐勞，沒有把教育的制度腐敗，是公平的競爭培養人才，使得社會穩定。一個很重要的態度就是說一個社會不穩定，上一代不會投資在下一代的教育，因為這個投資一定是浪費掉，只有社會穩定你才會去投資人才，而人才發展之後自然會把社會往經濟發面發展，所以我那時候我的感覺就是說台灣呀、新加坡、香港、當然有缺點。還有一個韓國。但是整個國際來看，這些是很有成就感的國家，是能夠使經濟發展、能夠保持貧富的距離、社會穩定，而且保護自己國家的安全，總體來講是不容易的事情。
    為什麼八五年開始做民主文化？因為八五年、八零年開始，整個世界，包括亞洲之內有個民主的運動。當然八零年代末期是天安門事件，那八零年代後期柏林圍牆也垮了，共產政權在東歐也受到挑戰，所以民主的問題比較受到重視。對我來說，最重要的問題不是單單只看為什麼有些國家變得民主化，而是一個政府、一個領導的階層，怎麼能夠使得社會的經濟發展，貧富的距離保持不要太誇張，社會穩定，保住國家的安全，然後更加能夠民主，是多方面的能夠有成就，那才是了不起。你單方面得是比較容易，要保住自己的社會安寧，你可以用壓制。高壓也可以維持暫時的穩定呀，對不對？民主也可以像蘇聯這樣子，就是共產黨垮台，之後就是大開放嘛，但是很亂，經濟衰退。因此經濟能發展，政治又穩定，然後人民有福利，才是了不起。
    中間有一段時間，我有很多篇文章發表在World Affairs，不過有時候這些東西也是人家請我，說你可不可以寫一點文章，可不可以投稿，所以我有些是被動、不是主動。
    結婚以後，我在家裡面都是用中文，因為我們還是覺得是要把自己的傳統教給小孩子，而且為小孩子多培養一個語言總是好事。我們在家用國語，因為比較流行，我跟我太太也可以講國語，他不會講上海話，也不會講廣東話，唯一的就是國語了。我的孩子現在在台灣，在台北教英文。我剛剛好像說很多年輕人在美國畢業就失業了，尤其是讀文科的。我兒子也是讀文科的，所以找工作比較困難，尤其現在經濟不景氣。他在台北，他很喜歡台北。但我的夫人在美國，她今年回來台灣住了一個月，就是三月份在這裡住，我在香港的時候他有來過。我在香港教書的時候，美國的家剛好淹水，因為水管爆掉、沒有人在家，所以大概是好幾天之後才被發現，水費已經是一千兩百塊美金，四個、五個游泳池的水量。現在房子很多地方要拆掉了重新蓋，牆壁地板全部拆掉，所以我們住在飯店，她要處理這個問題。
    九零年代開始處理國際關係的權力轉移問題。這方面可能是受到中國的發展的影響，美國人越來越多確認平衡正在改變，所以在這一方面比較有一點興趣。美國很多年來的民意，很多很多的老百姓對現狀有意見、不滿意，覺得自己國家美國在走下坡，因為他們對將來不看好。好像大多數美國老百姓、一般人，可能有點悲觀。美國還是個有錢國家，跟其他國家比較，美國是個很幸運的國家，很富裕的國家，講真話，還是老大，中國跟美國差距離還是很大。廣東的珠江三角洲距離是比較小一點，上海、江蘇、浙江是差距小一點，除了這兩個重點之外，其他呢？內地是很落後，例如甘肅、西藏。所以並不平衡，發達畸形的現象，不能說是很穩定的基礎。不過美國學界處理權力轉移，是說長期歷史，就是說你眼光長一點，當然了，今天、明天，五年、甚至十年、十五年，還是美國的天下，但是長期來說，五十年、七十年、一百年就未必了。
    這個問題有一個現實的意義，例如為什麼中國會落後、會衰退呢？清朝的時候，因為自己內政沒有革新、沒有改革，問題在中國本身，而不是世界、國際的問題。美國現在的問題也是自己內部的問題，而不是國際的問題。我自己是這樣子覺得。
    做正教授之後，取得終身職之後，有個好處，就是發表論文的壓力不是這麼大，，可以照自己的想法去研究，自己看比較重要的題目去做研究，不是為發表而研究。
語言的重要性不如過去
    去美國留學讀理工科的，畢業之後語言方面還有障礙，這個現象是有，不要說以前，現在是有小圈子，中國人跟中國人住在一起，一方面是省錢，所以他們去了美國住了兩年、三年、四年，對美國的社會還是不很了解，只有皮毛的接觸，這也是個問題，而不單單是中國大陸去的留學生問題。這樣對於他們個人還有他們的研究有蠻大的影響，我覺得第一，就是你假如讀社會學、政治學，那應該出去跟人家碰碰面、接觸接觸，你假設很內向、不能夠跟其他社會接觸的話，那很吃虧。中國人在美國，不僅語言有問題，文化背景也有問題。我覺得不是單單中國人的問題，但是在文化傳統上面也是稍微有點，比如說外國人來台灣，他們可能大多很外向，很少是書呆子在房間裡面啃書的，但是相反來說，中國、台灣、香港去美國的，很多可能是啃書的，不出門的，宅男，所以去了美國等於沒有去，甚麼東西都用電腦，根本不要跟人接觸。印度人英文好，從小就是讀英文的，就比較沒問題。香港從小就比較訓練英文，所以到美國也比較容易適應，台灣就比較不能夠適應。但是他們假如是理工科的，一天到晚在lab做功課，不需要跟其他人接觸，跟社會打交道，在實驗室就可以了，活在實驗室睡在實驗室。
    不過我並沒有鼓勵別人像我學那麼多種語言。我覺得假如你中文、英文已經習慣了，世界上可以講差不多百分之七十、六十五你可溝通了，那你為什麼要學第三個語言？如果是為了對其他的社會文化接觸，那麼不妨學阿拉伯跟西班牙語，人數最多；相反來說，我要讀三個語言，是因為我看重社會發展，經濟發展，他的學術方面很多論文發表，是用這個語言，那你就要去詢問哪一個國家最可能在科技方面發展、經濟方面發展。巴西可能是葡萄牙文，還有一個我覺得就是俄文。法文我不會把它包括在內，日文也不會，我覺得這幾個國家比較是現在是慢慢的退步。人家其他的國家，印度當然，很多應該是已經用英文來發表，你不用讀印度的方言。若是學了葡萄牙文，你就能夠曉得西班牙文。此外可能還是阿拉伯文、俄文比較有潛力。其實第三語言不是最主要的，最主要我覺得是要能夠操作電腦方面，資訊方面能夠操作是比較重要。
    在美國學術上，現在並沒有特別要求會法文、德文，我對自己兒子說，假如要學，學好阿拉伯文、俄文，因為會講法文、德文的人一定會講英文，他們的英文比你的法文更好。西方語言以英文為主，美國人也比較孤僻，懶得學其他幾種語言。現在學會中文，會比較吃香，所以會講英文和中文已經是很了不起，再加一個外文，就真是超群了。
    美國現在社會科學界對外文的重視程度比較淡了，淡得多，因為越來越不需要。除非你是社會系、考古、人類學、政治學，你要去其他國家做實地的field work研究，否則其他國家的語言跟方言越來越不需要，英文現在真的是天下。學校本身的要求就已經把這些降低了，拿掉了，取消了。我們學校要考博士班的話，你可以用統計exam來替代第二個語言，不是第三個語言，是第二個語言，英文之外的語言。所以選擇統計的比外語多。假如你母語是英文的話，你可以猜想的到大多數人會講英文。其實你去問中國的學者，他們會哪一個第三語言？他們第三個語言是不是流利？我可能覺得他們不是一定很流利，無論是西班牙、俄文或是日文。那我可以想像，為什麼美國學者會猜想那些對社會科學不滿意、不同意把第二個語言取消掉的學者，是因為他們是教語言的，那是他們的飯碗。我講老實話，科技方面大多數發表的學術文章，大概百分之八十，百分之七十五是英文，你假如會中文的話，中文、英文兩個加起來已經百分之八十。當然你可以去學法文、日文，但是法國學者、日本學者他們在學術方面的發表可能有很大的機會會贏我們，而且他們的英文不會比你的法文或日文差。
    現在美國在學校裡教西班牙文比較多，因為美國太多西班牙裔的，像我們在家裡講國語，與此類似，百分之十、百分之十五的美國家庭是講西班牙語的，這樣的西班牙語就會講得好，對不對？有些研究中國的學者，美國人，他們把很多的精力放在學中文，所以他們也是覺得後代也是要好好的學中文，但是他們放在學中文的功夫上花了很多的時間，其他課程比如說統計、研究方法、理論，他們就沒有那麼強了。對普通人來說、對美國人來說，中文是一個很困難的語言，不是這麼容易。
    現在很多美國中學已經教中文了，在美國出生的華裔也越來越多能夠講非常流利的中、英文。他假如來台灣，中文聽不出來口音，他在美國講英文也聽不出口音。這種人太多了，這些人根本不需要再去學兩個語言，已經掌握了。這些華裔從小就講中文的，相對的，一般美國人去學第二語言，怎麼樣下功夫，拼命了才拿到個C、拿個B，但那些華裔不要用功也拿個B、拿個A，那西班牙文更加用不著講，所以有些美國學者有一點擔心。

    在中國研究領域，大陸去的，語言方面中文當然是沒有問題，英文也講得很流利，研究中國問題的關係，要做field work，人家關係也是很熟，有network，台灣、香港都有，在理論方面也非常的熟悉，在統計研究方法方面也是很熟練，那每一個方面都是。所以現在競爭很厲害，現在華裔這一方面是很傑出的，大陸去很多、非常聰明非常能幹，在學術方面已經出頭了，而且打破以前的一個小圈子。講得難聽一點，在一九六零年代、一九五零年代，研究中國問題是個小圈子，很難打進這個圈子，現在這個圈子越來越大
    但是換過來講，政治系、社會系、人類系的華人還是比較少，百分之九十、九十五、九十八都是理工科，只有百分之二、百分之五是讀人類學、社會科學。在美國教書的台灣去的教授，政治系是哪幾個？可不可以想到五個、六個？想是一定可以想出來，五、六個是可以想出來，但是超過這五、六個就比較難。排擠是沒有，但是這個圈子還是蠻小的，那以前因為中國大陸沒有學者去美國，所以是台灣去的學者比較控制這一門，但是人數不多，現在越來越多大陸去的。我覺得八零年代大陸去的比較優秀，是中國最精華、最能幹的才有能力去美國，現在改變為有錢就可以去了。台灣也是，一九五零年代、一九六零年代去的是比較精華、比較優秀的，是真的是會讀書的，現在去的很多只是有錢。學術界，美國人還是看你到底有沒有真正的學術方面的功夫。
    這是一個演進的過程，先要有學習這方面的大學生、然後有華裔的教授。所以我覺得這裡不是歧視。雖然在政治學界可能沒有很多華人，但在經濟系、在歷史系還不少。相反來說，我覺得最基礎、最能幹、最出色的中國學者，還不是讀政治系的，還是去讀理工科的。當然自己挑語言方面可能還是有點障礙，但是現在在美國土生土長得越來越多，遲早他們會進入不同的學科。還有一個就是說，華人學者研究還是常常是專門研究中國的問題，很少有華人說我在社會學、政治學、人類學、國際學，去研究其他國家、其他的問題，所以也是比較吃虧的，為什麼呢，就是你是個大學校也不能夠聘請一個、兩個來專門研究中國問題。哈佛可能有，但是一般的大學比較需要多能、多元化的。那你去單單專研中國的話就比較吃虧一點，所以是由於多種因素使得政治學科的華人較少。我覺得這個現象在改變，未來會越來越多。
指導學生與研究補助

    石之瑜算是我在論文小組口試的學生。我指導的學生沒有很多，在台灣好像就三、四個吧，有鍾從定、羅漢民等。台灣的學生我不多，韓國還比較多，在美國就比較多了。鍾從定也不算我自己的學生，他在丹佛大學(DU)讀書，他的學位是從DU拿的，我算是客串的。因為我有一點研究亞洲方面，所以我就是做第五個論文口試委員。
    政治系裡面的老師，大部分是從事美國本身的政治研究，沾到一點點亞洲研究的人都不算特別多，像我的系裡面只有我一個，就是密西根大學也不過一個，哈佛三個，可能其中一個是單純做研究的，真正教書的可能就兩個，是非常、非常稀少的。最大的學校也不過是一個、兩個，而且你聘請人家終身職之後，就是要過二十年、三十年，所以不能夠馬上就改變。
    我與幾個朋友有一些學術上的合作，有時候跟Cal Clark有一點合作，台灣有兩三個同事合作，但是不多。做了正教授後就是自己幹自己的活，而且做題目方面眼光可以放的長一點。
    Fulbright我意外拿過兩次，他限制你拿兩次，一輩子只可以拿兩次。第二次去新加坡。第一次到台灣是八四、八五，新加坡是在九二年去半年，一個學期，半年都不到。最近我就是拿了兩個Grant，一個是East Asia Institute，韓國給我的，還一個是日本的Sasakawa peace foundation，這方面我的經歷表應該都有。
    我的韓國學生比華人還多，原因很簡單，因為在科羅拉多的二十幾年，我沒有一個台灣去的學生，但是去丹佛的有，所以就是沒有機會。韓國的學生申請去那邊比較多，台灣沒有一個學生去，大陸也都是沒有去，我不曉得為什麼。Boulder政治系的學生，大陸每年都是一個、兩個，但是從我去的八四、八五年開始到現在，台灣還沒有一個。所以我指導的學生裡韓國人、美國本地人是最多的。當然，這也得看情形，有些學生不願意你當指導老師，反之亦然，老師挑學生，學生也挑老師。
    關於韓國那個East Asia Institude的grant，他那個時候是有四個地方，四個國家組成的一個合作機制，中國大陸、台灣、日本、韓國合作，四邊共同決定讓誰獲得grant。他們這個East Asia Institude組織之後，每一個代表來投票，北大、復旦大學、台大來就是來投票，贊成給誰拿到。日本的那個Sasakawa是幫助我寫書的。美國有個機構叫做east-west，東西中心，給了補助。
    比較常合作的老師裡面有一位是Clark，有時候你會看到他寫關於台灣的文章。香港反而沒有。香港是一個比較單獨的例子，因為他比較特殊，真的是比較特殊，而且不是一個國家，所以不適合拿來比較。
   現在最像家的地方是Boulder，台灣算第二個家吧。台灣比香港親近。我在香港的時間很短，而且我爸爸過世之後都沒有回去。現在在香港只有一個我的姪子，他還在，沒有其他家人了。
    我會去大陸訪問，就是復旦大學、人民大學那邊，有教過書、演講這些，但是沒有合作寫作。待最長的一次是兩、三個月吧，算有點時間，就講課。GRANT也是美國的PISA給的，去介紹國際關係。去了人民大學、濟南大學，好幾個地方。大概是九六年吧，去過兩次。那時候還算是早期，中國大陸政治社會研究還是剛起步，講真話，很多來聽課的主要的目的是練聽英文，不是來聽你講這個研究的，是學習英文，學習聽力。那還比較早期。我可以用中文演講，但他們希望講英文。我不知道台大希望我講英文或中文，但他們是希望有個機會熟練英文。
    大陸因為數字大，保持現狀也不容易。當然不是對現狀全部滿意，貧富的距離應該處理，到目前為止，依賴外貿的現象也要慢慢的改變，慢慢的把重點放在國內的消費，人民的福利、公保、健康保險、勞保、農村的改革，環境保護。中國大陸的環境是應該注意。這些都是該注意的問題，這些都是很大的題目，當然經濟方面就是不要太快、也不要慢下來。
    我可能有四、五年沒有去中國大陸了，我感覺得到有很大的改變，但是問題是說這個是實的還是空的。比如說我們可以看到他的房地產發展很快，而且價錢很高，他到底這個指數是怎麼樣？我感覺有些是泡沫，而且物價的上漲可能有一點可怕，跟所得收入距離越來越大，這是一個問題，一個嚴重的問題。當然，比以前是很大的進步，要維持發展的速度，對中國共產黨來說經濟停下來是一個大麻煩，經濟不可以停下來。
學院授課與生活
    我去Boulder大概是八五年開始教，差不多已有二十六年。我只有好像教過一次關於亞洲經濟發展的課，大概五、六個學生吧，我那邊教的幾乎全部是國際關係。我常常教的是introduction，那有差不多四百五十個、五百個學生，是在大禮堂上課，我手下有十個助教。這個課甚麼都有介紹，是入門的，把國際關係的每一樣的都介紹一下。這個課我每年差不多都開，最近我會放棄掉，我現在要做一個學院的主任院長，所以這門課可能要放棄掉，教了十幾年。
    我們的學校有一個新的發展，新生進來的時候他們會選擇住在哪個宿舍，他們宿舍有個特色，比如說喜歡人類學的學生去某一個宿舍，這算學習牛津大學。這個宿舍叫Farrand Hall，比較注重humanities跟social science，是學生住的地方，我不需要住進去。學生住在那邊的優點就是你跟其他有同樣嗜好、同樣興趣的同學可以住在一起，在一起上課，有特別的課，而且人數比較少，大概十五、二十個學生一班。我手下大概還有二、三十個教授一起面對這些學生。這個是大的宿舍，會有一些午餐時間、晚餐時間這種聚會，可以一起吃飯，一起社交。我們叫他學院是對的。他們這個想法是好的，例如我可以跟他們辦一個特別的班，有共同興趣的理念，他們選的課也全部是在這個學院裡面。我的終身職還是在政治系，但每個禮拜我都要去那個學院裡面，偶爾出現一下。共同興趣的學生集中在一起，例如社會系、政治系跟經濟系的學生為主，組成一個生活的院，但是裡面也有特別的班，因為我也有二、三十個教授跟講師，每個學期大概給你大概三、四個course。這個小單位，大概五六百人一個宿舍，就是一個小天下。
    學校請我去擔任這個職務，我也不曉得是為什麼，但是試試看吧，這對我來說是一個比較新的責任，新的服務，去看看怎麼樣。
    留學美國，如果在美國能留下來，當然不要回來，研究的環境條件實在是好。老師也沒有外務的必要，因為經濟上沒有這個需要，甚至新加坡、香港不准你去。新加坡尤其是，說我給你工資很高，新加坡是最高的薪資，我給你高薪水，你就要安安份份的替我教書，安安份份的去做研究，不要你去兼差，台灣的制度就是變型的，逼著你去兼差，我就是不給你吃飽。兼差，例如我跟學生有要口試，我把你拉做一個成員，你來參加；在美國是義務的，沒有錢拿的。
    我曾經去嘉義的中正大學，我想也許是參加政治系辦的「第二屆中華民國國際關係學會研討會」。我被邀請參加round table，還有Keynote speach。我以前有個在美國的同事，黃紀，之前我在德州農工大學任教，我離開之後就是他接的，然後他也回來，那時候也有遇到。台灣在德州農工大學教過書的，還一個吳秀光。
    現在香港的大學教育失衡非常嚴重，發展得太快，所以招生也是問題；現在香港很多學生是從大陸來的，大陸來的有些人很優秀，但是英文跟不上，因為跟香港本地的學生競爭，他英文程度還是不夠水準，另外一些大陸來的學生有鈔票，不用功，買學位的，所以相反，不是很好的現象。整體來說，我覺得現在的大學生比以前差多了，一九六零年代、五零年代留學的，都是很努力的、精華，就像台灣朋友說，簡直是一棟房子賣掉、送一個孩子出國的，很用功。現在有錢了，香港、台灣、大陸都有錢，很多都是給小朋友花的。講難聽一點，女孩子還是比較不認真，男孩子還比較認真，我開始有幾個大陸去的真是不錯，很用功。那後來也是不像話了，去夜店，上課打瞌睡；大學生、研究生都有。還有一個就是台灣沒有、香港沒有的現象，有時候收的大陸學生，看他分數很高，托福很高，但是人來了以後，發現他英文非常之差，那就有疑問，是不是這個分數是找人家幫忙的，不是自己去考的。大陸有這個現象，很多美國的大學上過當。

    我沒有很多大陸學生。我們不像東、西兩岸的大學，因為中國人對東岸跟西岸比較熟悉，我們比較少中國學生。中國大陸去的學生，他們很多是北大、復旦畢業的，在中國自己覺得是很了不起，很不錯的，到了美國之後跟人家競爭，可能還是比不上，語言上也是個障礙，然後畢業之後要就業也不想回去中國大陸，但在美國找工作，找教書的工作，有一點困難，為什麼呢？他要高的人家不要他，哈佛大學不會請他，密西根、柏克萊也不會。不要說他們，其他州立大學也未必要他們，何況他又不肯去小地方，住慣城市了，所以對他們來講就業也是一個很大的困難，所以中國大陸的學生特別有這個問題。台灣去的還好，沒有那麼大的問題，因為台灣去的回來很多呀。我們剛剛所提到，我在Boulder教書嘛，三十分鐘去到丹佛，台大已經有三個教授是丹佛來的，台灣還是有機會就回老家，大陸清華、北大、復旦，只有這幾家（有機會回來），其他（學校）也不想回去那邊。
    我沒有香港的學生，從來沒有，大陸只有兩、三個，而台灣去的學生我是客串，因為到我目前為止在科羅拉多沒有收到。他們選的題目大多是關於中國，跟中國有關的，他們很多人都沒有聽我的建議，我的建議就是說不要寫關於中國的問題，寫另外的問題，對你在美國找事情做可能比較有幫助，你單單寫中國問題的話比較困難，因為美國人有個偏見，覺得你是中國人，你只會教中國的問題，但是大學現在不能夠負擔、專請一個人單單教中國問題，在哈佛都沒有，所以你要多元化，能夠教很多才好。剛剛所說政治、經濟甚麼都要能夠教，假如一個專長的話很吃虧。大多數台灣學生也遇到的問題，是只研究中國問題。相對來說，美國的學生願意接受各種不同的研究方法，統計、計算，中國的學生比較可能排斥，到不前為止還是比較排斥，排斥統計計算。不過我也只有幾個學生，不是很多。
    我最近有個北大的畢業學生寫中國的健康保險的改革，還有一個是寫農村改革、農村民主化。我是國際關係嘛，所以對於這些學生我做客串就可以，我不做你的指導老師，因為我這不是做這些問題的。我跟大陸來的說，你寫農村改革這些問題，題目比較敏感，你回去中國大陸怎麼交代？還有一個才從香港大學去，很愛國，我就勸他，第一，你回去中國大陸競爭的話，每一個人都是研究中國環境，而且第二，你在美國也學不到東西，你已經對中國很深入的了解，人家能教你多少有限，你到美國應該去學一點新的東西，你要寫中國的問題在中國就可以了，不用去美國；去美國該學一點新東西。case你可以寫中國，但是如果沒有把理論掌握就不行。

    現在大陸的大學有一點做了過分，就是要拿到終身職，得拿到SSCI，好像台大也是。甚至於在中國大陸的大學，你就是出版書，劍橋的或者是Oxford出版的書，他們都不承認，只有SSCI。而且好奇怪，在香港大學他們給我看的排名，很奇怪的排名，在國際關係方面，引述最多的、第一的刊物是Foreign Affairs，但是我幾乎從來不看Foreign Affairs，十年都沒有看過她一篇文章，也從來沒有投過稿，所以有點奇怪。如果你說APSR人家會相信你，甚至International security也是比較好。

    我覺得中國在國際關係方面的理論，還是沒有自己的觀點。不單單沒有自己中國的特色，中國的想法，很大部分還是copy，沒有用很大的努力去考慮人家的想法是不是可以接受。不單單說中國大陸，香港也是、台灣也是、日本也是、韓國也是，這是美國的政治影響力，soft power。好像很多國家、很多學者就是接受美國的概念，並沒有好好的去思考，到底這些概念、這些觀點思想，有沒有問題？我記得我第一次去上海復旦大學，看得出中國自己沒有甚麼國際關係的課本，教授材料，都是翻譯美國，把美國的課本翻譯成中文，這方面我覺得還沒有中國自己的理論思想。
    我的想法與universalism有一點點差別，就是說美國人所倡導的理論，是從美國人的觀點去看世界，而這個觀點不是客觀的，是主觀的。一個國家所發表的、所能夠接受的理論，是反映他自己國家的利益問題，國家的地位，所以雖然美國的學者、美國的理論是最有影響力，但很多人沒有去思考他這些理論觀點是不是代表美國的利益、美國的地位，而毫無疑問的接受了這些理論跟觀點，也就是接受了美國人的看法，美國人的思想，而沒有真的去思考。美國的學者當然說這些是universalism，但是我有一點懷疑，這些理論是不是有一點偏見？我覺得很好奇，尤其是中國大陸的學者，為什麼沒有這個警惕，沒有問一些難題？台灣也沒有，很容易的接受，我可以想到為什麼台灣沒有，但是中國大陸就讓我很好奇。所以理論方面，不是不能夠有critical在裡面；不能夠critical，自己的判斷能力還是缺少，並沒有因為這個國家強大了，理論方面就能夠受到人家接受。
    我覺得英國學派不行。我覺得Barry Buzan這一派有一點道理，不是全部的現實主義，稍為有一點對，但是英國對學術方面的支持，現在條件越來越差，很多英國的老師都離開了，因為他們的待遇跟其他的歐洲的國家比不上，所以他們去其他地方，例如歐洲、加拿大找事情做。這是一個現象，趨勢是有看出來。你也聽到英國的首相現在又要再砍大學的預算，長期來看這不是很好的兆頭，這是我自己個人的看法。所以假如我要去深造的話，如說不希望去美國，我會去加拿大甚至於澳洲，這些國家還是在上升，英國可能越來越衰弱，我覺得。甚至劍橋、牛津也不行，倫敦大學也不是很行，為什麼呢？他們有兩個現象，學校越窮越會招生，學生要給你付錢嘛，你是顧客。你是顧客，顧客永遠是對的，那麼學生招得越多，學校又不能夠負起責任，甚麼責任呢？去替學生找工作。為什麼？美國學校比較認真，你訓練這個博士，你至少要幫忙他找事情做，找一個教書的工作，英國這個問題越來越明顯，沒有工作做。就是找到工作，待遇越來越差，支持你研究這一方面，辦公室的條件越來越差。好的老師開始走路，所以他的侷限蠻大的。牛津是比較最後才會有受到影響，但是現在也開始受到影響，倫敦政經學院也是大量的招生，尤其是國外的，因為學費嘛，誰付錢誰是老大，所以對學術得著作就是比較越來越看淡了。那我也不是說美國沒有這個現象，美國也有這個現象，美國很可惜、很可怕的是，加州的學校以前是非常優秀，例如UCLA，現在受到經濟衰退的影響，所以這兩年、三年來，老師的薪水不單單沒有增加，還是連續兩年扣掉百分之十。你想想看，兩年百分之十，很多老師能夠走的話就走，除非你年紀差不多可以退休了。很明顯的，加州的經濟不行了，所以相反來說，新加坡，或者說澳洲這些高等教育，正慢慢起來，中國大陸也是，最近聽說清華大學把幾個教授挖角過去。講的難聽點是買去的，高薪。例如香港薪水三百萬港幣，我給你四百萬，你來不來？再一套房子。你太太就不用上班嘛，你以前兩個夫妻要上班。而且錢拿到大陸購買力又更強，還可以請一個保母。
世界的未來
    不過我覺得也不用把這個現象直接聯想到power transition。技術方面，中國還是不夠。我們剛剛所提到的教育方式可能有一點不足，中國傳統的教育比較注重死背、唸，你聽了就是把老師的話講回去，告訴老師；美國的比較特殊，我覺得比較贊成的教育方法，就是鼓勵你自己發表，你自己個人創造個人的想法，有critical judgement。這一方面，我看不能夠很容易的模仿人家。你可以大量生產，日本、中國可以在大規模生產上把美國打敗，但是那個創造力的表現，像是microsoft、google、facebook這一類的，就比較困難。雖然大陸copy得快，但還是copy呀，你不是第一個創造者。我希望中國人能夠走第一步路，不要做第二個，因為還是創造者賺大錢。但這不是一年、兩年，十年、二十年可以改變的。如說十五年、二十年中國的總共的經濟生產跟美國打平，二十年，可能呀，但是中國的人口是五倍，美國的五倍，那應該是比人家強五倍才是第一。
    「才」是在質而不在量，這個才不是財，是人才的才，經濟發展還是要靠人才，然後還有個很大的問題，就是剛剛講到貧富的距離，中國有些地方發展得很快，水準已經蠻高的，但是還有很多內地是很落後的，差距實在太大，甘肅跟上海的比較，真的是兩個不同的世界。所以你單單說平均的素質是miss the point，這個平均數字可以隱瞞很多事情，你要把全國的平均水準拉起來那比較困難。美國就是平均素質在這一方面比較平均。所以十五年、二十年GNP追上打平，不算甚麼。
    中國崛起會不會對理論有衝擊？我沒有那麼聰明，可以創造甚麼特別的理論，我自己偏見是說，一個國家發展需要兩個不同的才，一個是金錢的財，已經很明顯的現象，就是說投資現在越來越注重亞洲，中國大陸是吸收了很多的外資，這個財是外地來的財，台商也是投資。另外的「才」比較困難，人才的才，怎麼樣鼓勵、怎麼樣去培養你本地的人才，而可以在將來十年、二十年、五十年，做科技的先鋒，打破科技的邊域，這個才我們到目前為止還沒有看到，甚至在日本還沒有看到，大部分還是借重美國。所以哪一天亞洲真的會發達的話，就是要看他人才開始向亞洲流動。雖然現在已經有了來新竹開新的研究所、開新的公司，已經有些在新竹、在上海的，但是還是不夠，這些都還是第二、第三代技術，不是最先進的。哪一天看到台灣土生的、中國、香港、韓國、日本土生土長的創新，化學、物理，那明天就到了。
    現在很多是變本加厲的扼殺創意，而且SSCI全部是用英文bias，你會讀英文的人才會去讀，當然很多日裔的、韓裔的、華裔的在美國、在歐洲拿到諾貝爾獎，但是要在中國自己土生，在台灣土生土長拿到諾貝爾獎，那一天到了，我覺得這一天才是改變的。一個國家是不是注重人才、培養人才，眼睛看看就可以看到了，他大學的設備是怎麼樣，他收學生的學費是怎麼樣，他給教授研究院的待遇是怎麼樣，這方面美國還是比較注重。你可以看見一個國家在投資將來。美國已經退步，因為很多地方已經沒有資源，沒有這個財，但是我覺得這個財還是沒有另外一個才重要，人才的才，因為有了人才可以在經濟上發展。沒有人才，對不起，甚麼Power transitation，這些都很容易改變，今天你成長得快，明天我成長得快。但是長期來看，國家的創造力、社會的適應力，一個社會培養的下一代、再下一代的人才教育，是最重要的，教育是一個國家的社會的根本基礎。
    美國的問題主要在自己可能沒有決心去做一個困難的決定，甚麼是最重要的，甚麼是次重要的，甚麼是不重要的，魚與熊掌不能兼得。美國已經到了一個地步、一個階段，要做一個選擇，一個很困難的選擇。在國際關係方面，我覺得美國是應該考慮他在國際地位上要不要以前這麼樣子積極。美國人當然說他做得是public goods，但你要相信他是public goods，你要接受他這個假設，第二個多少是private goods，你也考慮一下他做的有些地方是錯誤的，比如說像攻擊伊拉克，就是一個很不明智的，對自己沒有好處，對世界和平穩定也沒有好處，有弊沒有利，弊至少比利多。我自己的偏見，我自己的意見，當然是把自己的社會把經濟搞好，這是第一國內是基礎是本，內政是本，外交是次。我自己把自己的國際關係講到次要。
    以前希臘古代做醫生發誓就說，第一個原則就是說不要害人，做任何的行動第一個原則就是你做甚麼都可以，不要把事情搞得更壞更糟，如果美國採取孤立主義，是不是會make things worse？積極主義是不是一定會有好的東西出來？你要比較一下。孤立主義也不一定是最壞的，因為有很多事情做了之後do hurt。結果是有好處沒有壞處，或好處有、壞處多？所以我覺得美國應該考慮一下，在很多地方應當要鬆一點。
    我不是贊同TEA PARTY他們的想法，他們比較極端一點。全世界各個社會都有一些無知的人士，無理取鬧的到處都有，這是第一。但也可以想成不是單單美國有這些極端的分子，還有一個就是說，這是一個表現，美國人民對很多事情感到反感、感到煩惱，這個反應不是一個很好的反應，一個人民對政府保持很大的距離，很多的不信任，甚至於反抗的態度，那不是一個很好的現象。一個國家的公民對自己的政府的領導者，這樣子的懷疑、這樣子抗議，那一個國家當然不能夠團結，一個反射就是很多人覺得美國的政策、美國政府的表現、他們最近十年、二十年、三十年政治的成果不是很大，而且美國退步的趨勢比進步的多，是這樣的表現。對我來說，TEA PARTY是一個reflection，其中的一個就是排外。排外就是對自己政府不滿意，把敵意針對其他的國家、其他的人民，替罪羔羊。比如說貿易順差問題，很多的不滿，憤怒焦點放在中國上，當然外交又受到影響，但是也是表示一個人民對政府的不滿意、對自己將來有一點困擾，這不是一個好現象，我覺得。
    我在法國教過書，是六年以前吧。2005年是我在法國教書，那是一個很不同的社會，最近各位可以在新聞中看到法國的政府，也是把他們的退休的法案改了，延遲退休年齡，從58歲延遲60歲，結果是大示威、大遊行、大反抗。希臘好像聽說也是政府支出不能夠平衡，希臘以前說你55歲就可以退休拿全薪，中國人亞洲人看了笑，這太享受了。在法國，我們去老師的俱樂部吃中飯，地方很漂亮，開兩瓶紅酒，十二點半開始吃，吃到三點鐘再回去上班，還上甚麼班呢？在法國做教授是公務人員，工資是政府規定，美國不是這樣子，所以永遠不會餓死的，而且加薪全部一樣的加薪。我不曉得台灣怎樣，差不多都是一樣，你很傑出，你做死做活，也是加那麼多，你慢悄悄的也是這麼多，退休金也是拿這麼多，那麼幹嘛這麼辛苦？做事沒有勁呀，這根本沒有勁，不會有競爭力，慢吞吞的，個個都享受，每年好像政府給你、公司給你放假四十五天呀，除了禮拜五、禮拜六，周末之外還給你放四十五天假，那所以做事情沒甚麼起勁，而你真的去努力去賺錢，一大部分錢就是給政府，繳稅，你幹嘛這麼辛苦？所以法國的老師就是比較自由自在的。換黨執政也沒有甚麼改變，差不多。問題是歐洲這些國家，這些制度、條文已經差不多把政府綁住，無論如何你要改變他很難，要改也是要好多年才夠把這些制度改變，而且社會的現象要一個政府去改是很難改。我老婆說「你去法國、去歐洲，甚麼東西都慢動作」，美國人去法國，覺得歐洲人太慢了，亞洲人去美國，感覺美國人太慢了。美國人你開飯店，你做兩輪半已經很好了，這裡你去鼎泰豐，他不做四輪五輪還覺得賺錢賺得不夠多，很起勁，香港人也是一樣，所以有很大的感覺，亞洲地區還是有衝勁，很大的衝勁，歐洲感覺沒有衝勁。不管你甚麼動機，賺錢也好，甚麼也好，亞洲人衝勁比較多。日本衝勁沒有台灣、韓國大，衝勁最大我覺得是韓國。
    衝勁是甚麼？假設衝勁是用勞力，很多是用勞力去賺錢的，我苦幹，人家美國人上班八小時我上班十小時，人家法國人上班五小時我上班十小時，是這樣子跟人家去競爭的，用勞力去賺錢，那聰明人呢不是用勞力去賺錢的，是用腦力去賺錢的，經濟發展是靠brain power，那你在台灣，多少人你去飯店，去那很忙、很多衝勁，但是waiter、waitress多少人呀？站在旁邊，這是浪費的人工，對不對？太多的waiter、waitress，在日本替你開電梯，站在門口說歡迎光臨，歡迎光臨，這些都是浪費的，所以有衝勁，但是還是有很多浪費，讀書是死讀書、不是活讀書。
中國大陸的人希望能改善生活，所以他們很會去努力的爭取；美國已經到了天堂了，沒有甚麼需要再去努力，法國也已經到了天堂。所以半餓肚子的還是最有衝勁，還是覺得社會沒有保障比較有衝勁。法國簡直是從你出生那一天到你死的那一天，政府都給你保障。那還有一個條件、一個情況，歐洲跟美國比較不同的是說，亞洲人有個美德，就是儲蓄，你賺一塊錢存五毛，美國人賺一塊錢用一塊錢，但是中國人、華人還是不會用這個財，怎麼去用？現在一個不好的現象，是炒房地產。房地產不是一個生財的、生產的投資，是一個投機的投資，一個空房子不會生產甚麼，沒有生產力，所以能夠節省，能夠儲蓄，但是投資還不是很明智。是很不好的現象。
    大陸很多錢的來源不明，因此有「兔子主義」，一個兔子有好幾個洞，所以香港弄個洞，美國弄個洞，溫哥華去弄個洞，這我可以理解，但是對台灣、香港來說，一個更成熟的資本主義社會，為什麼還會有人去炒房地產？為什麼不用這個金錢去投資？對我來說，說實在的那不是比較正當、恰當的投資。所以這也是個問題。但是講回來，亞洲跟其他國家比較有衝勁，比較會儲蓄，這兩個是一個優點。
    儲蓄之後，也要學會用錢。我的岳母一直說用錢要用在刀口上，你存錢是存錢，但是要用錢。中國人還沒有學到怎麼用錢，存錢是學到了，賺一塊錢存五毛錢，但是你存了五毛錢是做甚麼呢？給人家炒房地產，這也不是一個很健康的現象。我自己個人偏見，是存錢應該是為什麼？是投資下一代。為甚麼投資下一代？為培養人才，提高教育水準，最主要的是教育，是根、是本。中國大陸還是差很多。中國大陸也是困難，因為不單單還是有文盲，最基本的教育程度，能認識五千個中文字，這樣子半文盲的還是很多。中國大陸肯定有很多半文盲，我感覺，離開北京、上海、廣州這些個核心地區，能夠輕鬆使用英文會話的人不多。武漢、哈爾濱、重慶、昆明都不多。重點只有上海、北京，可能還有廣州。中國這麼多領土，優秀的精英人才不知道有沒有百分之一。
    中國的困難那麼多，似乎其他窮國的未來也不容易。但印度雖然現狀比較貧困，未來不一定比較差。科技方面講英文，對中國來說印度是很有競爭力的對手。非洲是比較困難一點，巴西現在也是一直在發展，中國的問題是內地跟上海、北京比較，差太遠太遠，簡直是兩個世界，不平均。而且現在的經濟發展，講難聽一點，大多數重點是放在外貿，靠人家買你的東西，你推銷你的產品，但是到某個程度得自己靠自己，靠內需。自己國內的市場可以變成你的發展的引擎，還沒到這個地步，還是靠人家吃飯。講的難聽一點，台灣也這個現象；以前台灣是靠美國的市場，現在是靠大陸的市場生存。所以發展到一個地步，就是得自己可以靠自己，靠內部的市場。對台灣、新加坡，這是不可能的，我可以了解，但中國大陸是必須要達到一個程度，不用依靠人家，這是一個問題。你有錢借給人家，但自己國內有許多地方也需要用這些賺來的錢，比如說人民的福利、健康的保險，醫療的供應，養老金養老院，環保，這些都是很重要的題目。中國政府還沒有認真的去辦這些事情，所以還是蠻多的困難。亞洲跟歐洲、美國最大的區別，是還有衝勁，還是節省，還是儲蓄，這些是看的到。相對來說，（亞洲國家）太多人還是餬口，低薪水還是太多，要很多年才能把這些人拉起來。不要說中國大陸，在台灣看看這個服務生，小弟小妹賺多少？要把他們拉起來。這是一個問題。還有一個問題就是訓練了、培養了很多人才，沒有替他們找到適合的工作，也是一個問題。美國的薪資比起台灣高得多。香港貧富差距是蠻大的，世界上差不多是最高的，香港不停的有大陸來的移民，所以把勞工的薪水壓低了，不停的不停的壓低，但是香港有個好處，他的公共交通非常之好，而且他的健保非常非常好，這兩個都是很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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